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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
———以费孝通先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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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社会科学本土化学者们的主张和实践，可以区分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

类型，即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和理论方法全面

替代型本土化。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与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的分析模式大体相合。不

过，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的分类模型只具有帮助我们进行事实判断的意义，而不具有帮助

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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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四种类型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本土化”都是包括中

国学者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家们努力追

求的目标。但是，对其意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表述或理解。仔细考察在非西方国家里发生的

社会学 /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可以看到，其

主张和成果大体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是研究对象方面的本土化，也就是说，

其研究对象从原来以西方社会为主变为以非西

方社会为主 ( 甚至为唯一对象) ，但在其他方

面，如基本概念、理论命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暂

未发生具有本土化意味的转变。我们可以借鉴

中国社会学者的概念，把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

为“对象转换型本土化”，可以说是非西方国家

社会学家在推动社会学“本土化”运动时的最

初期待，也是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学”形成的

最初形态。例如，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形成之

际，许仕廉、孙本文、吴文藻、李景汉等中国社会

学家所倡导的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其期待就

是要使源于西方的社会学概念、命题和理论配

上源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
其次是在某些基本概念、理论命题和研究

方法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化，从本土

语境出发对西方原有概念、命题和方法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改造或变通( 如从 Family 中区分出

“家庭”、“家族”、“宗族”; 从 community 中演化

出“社区”、“社群”; 将 nation 和 ethnic 都称为

“民族”等) ; 或从本土话语资源出发提出了某

些新的概念( 如“差序格局”、“单位”等) 、命题

和方法; 或通过对西方社会学原有的不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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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进行演绎、重构等途径建构起一些源于西

方但又不同于西方社会学原有理论的新理论体

系( 如将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主义与美国芝加

哥城市区位学派综合成一种中国化的新功能主

义等) ，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补充、修正和革新了

该国 /地区学者从西方引进的社会学说。我们

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为“补充—修正—
创新型本土化”。从理论上说，由于非西方社

会与西方社会在文化传统、历史经历、自然环

境、规模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以及社会学家们在

概念、命题的理解和使用方面所形成的变异，研

究对象的本土化迟早会导向理论概念和命题方

面的本土化。非西方国家社会学发展的绝大部

分成果都可以归入此一范畴。社会学在中国恢

复重建以来，由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自觉尝试建

构的诸多被认为具有本土化或“中国特色”的

社会学说也都可以归入此一类型。
第三是在理论( 概念、命题) 方面也实现了

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基本上放弃了来自西方

的概念和命题，用一套完全来源于该国 /地区人

民社会生活实践的本土性概念、命题替代了前

者，但却还是沿用了移自西方社会学的思维或

研究方法( 如实证科学方法、诠释学方法、辩证

方法等，尤其是实证科学方法) 。用某些中国

学者的话来说，就是用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来

研究像中国这样一些非西方社会本土的社会文

化内容［1］。我们可以将这种类型的本土化称

为“理论替代型本土化”。例如，由杨国枢、黄

光国、杨中芳等人首先在台湾、香港发起，之后

在中国大陆部分学者如翟学伟等人那里得到延

续的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试图用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而

以完全源于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和心理生活的

概念来解释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和行为。
第四是在上述第三种类型本土化基础上更

进一步，不仅尝试在研究对象和理论( 概念、命
题) 方面完成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而且在思

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实现激进或彻底的本

土化，用非西方国家( 如中国) 传统的思维模式

和学术研究方法来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模

式和研究方法①，在研究对象、理论 ( 概念、命

题) 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用“本土”替

代“西方”，形成一种在研究对象、理论( 概念、
命题) 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具有本土

性质的社会学说，如儒家社会学、佛教社会学、
道教社会学、伊斯兰教社会学等。我们将这种

类型的本土化称为“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

土化”。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现了一个自称为

“大陆新儒家”的学者群，他们主张带有浓厚本

土主义色彩的新儒家学说及其教义，其中也包

含了一套具有高度本土性质的“新儒家社会学

说”。若能加以系统表述，其成果在很大程度

上也可以归此类型。其实，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人受西方社会学启

发后所阐释的那套“群学”，就非常类似此处所

说的“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理论。
是故“大陆新儒家”学者近年来齐呼“返回康有

为”，自是理在其中。

二、费孝通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

历程与本土化

纵观费孝通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历程，我们

可以看到，其不同阶段的学术成果大致正是上

述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种类型的分别体现。
《江村经济》一书是费孝通的成名作，也是

他应用西方社会学 /人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

会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虽然事前在江村进行的

田野调查并非明确以马林诺斯基等人的功能主

义理论为指导，但事后以这些田野调查资料为

素材，将其剪裁、整理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样

一本日后被马氏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却明显是在马氏功能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展开

的。作为一本在马氏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

应该说费孝通严格恪守了马氏功能主义的基本

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如“功能论”( “必须对社会

制度的 功 能 进 行 细 致 的 分 析”) 、“需 要 论”
( “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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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整体论”( “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

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研究单位的选择

“应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 、
“实证论”( 以实地调查的方式来“正确地了解

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 、“微型社

区研究论”( “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

一个小的社会单位内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

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

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 等［2］，还没有来得及

对将这套马氏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路与方法应用

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大国所可能引发的一些理

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行思考。该书之所以被马氏

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

个里程碑”，并不在于其在理论或方法等方面

对马氏的人类学有多少突破或发展，而主要在

于其将原本主要被马氏应用于一些太平洋小岛

部落社会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

中国，从而在研究对象的转换方面实现了首次

尝试。因此，我们可以将《江村经济》大体视为

中国社会科学在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中国

后尝试进行“对象转换型本土化”的典范样本。
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费孝通开始意

识到马氏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本身隐含的一些

问题，或将其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时可能产生

的一些特殊问题。例如，在理论方面，费孝通对

马氏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些论述产生了怀疑。在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等文

中，费孝通回顾了自己对马氏功能主义理论上

述观点进行思考与探索的历程。他指出，马林

诺斯基在将“因有提供食料和其他消费品的需

要而形成经济制度，因有提供社会成员生殖和

抚育的需要而形成家庭制度，因有提供社会秩

序和安全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法制度等”归结为

“派生的或衍生的需要”，“似乎这些衍生的需

要还是可以归根到基本的生物需要里”之后，

“又感觉到文艺、娱乐、巫术、宗教、科学等制度

没有配上需要，而另外列出一类需要，称之为

‘整合’的需要”。然而，对于整合的需要怎样

和前两类需要整合在一起，费孝通认为马氏并

未说清楚:“总之，在马老师的文化框架里分列

了三类不同层次的需要: 基本( 生物) 、派生( 社

会) 、整合( 精神) 三个层次。从字面上看第二

层次是从生物需要里发生出来的。第三层次又

似乎是另外加上去的附属品。我对这三个层次

的需要论一直不太明白。”［3］( P158) 将这三个层次

需要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费孝通学术研究工作中

长期关心的问题。按照其晚年的追述，《生育

制度》一书就是他试图修正马氏功能主义理论

的一个重要尝试。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

通试图跳出马氏三层次需要论的框框，“根本

放弃了把婚姻、抚育、家庭、亲属、宗族等一系列

的文化 现 象 看 成 是 满 足 生 物 需 要 的 文 化 措

施”［3］( P158)。在写这本书的前后，费孝通的思想

受到了涂尔干、布朗和派克等人的影响，逐渐倾

向于将社会看成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立需要的实

体，是“和生物界的人体脱了钩”的。他说:“我

不同意马老师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里描

述的那个人文世界是这地方的土人为了满足生

物需要而发生的。据马老师说，“这地方的土

人根本不相信性交会生孩子”［3］( P157); “我认为

人并不是为了满足性的生物需要，不得不生孩

子，生了孩子不得不抚养和教育孩子，男女双方

不得不结为夫妇，组成家庭，一直到不得不组成

宗族或氏族。我认为人们结合成了社会，为了

要维持社会的存在，社会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

成员去维持其分工合作的体系，而人是个生物

机体，有生又有死，所以社会要维持其完整，使

分工合作体系能继续不断发生作用和不断发

展，就必须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机制。这个机制

我称之为‘社会继替’。为了完成社会继替的

功能，才产生婚姻、家庭、亲属等一系列社会制

度，总称之为‘生育制度’，包括生殖和抚育相

联 系 的 两 节，维 持 群 体 存 在 的 必 要 活

动。”［3］( P159) 根据费孝通的解释，我们有理由将

《生育制度》一书列为本文前述“补充—修正—
创新型本土化”社会学的一个样本。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费孝通对马氏功能主

义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和补充工作并非停

留或局限在《生育制度》一书或写作时期，而是

贯穿其一生。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在

将马氏功能主义人类学方法应用到中国时产生

的重要问题，即“从对一个‘微型的’基层社区

( 村落等) 进行参与观察得到的研究结果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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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到现代中国这样一个人数众多、历史悠久、
文化复杂因而异质性很高的大国总体”这一问

题进行探讨。对于这个重要问题，费孝通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提出了

“逐渐接近”法、“类型”或“模式”比较法、“个

体是对整体的复制”说、逐步扩展研究对象的

空间范围等不同观点。这些成就同样可以归入

到“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化”社会学成果

的范畴之中。
此后费孝通开始尝试从理论上对中国传统

社会的特性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和说明。其代表

性成果就凝结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

以自己多年实地考察的成果和日常生活体验为

依据，运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话语，对中国传统社

会的特性进行了总体性的描述和概括。他提出

了一整套具有高度中国本土化色彩的概念( 如

乡土社会、礼俗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无为

政治、教化权力 /横暴权力 /同意权力，长老统

治，名实分离 /名实一致等) 和命题( 如“土”是

农业社会的特征，乡土社会中的成员无须借助

文字沟通，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呈现出差序格

局的形态，中国家庭的主轴是父子、婆媳之间的

纵向关系，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等) 。虽然对

“乡土中国”的论述仍然受到涂尔干、滕尼斯等

西方社会学家相关理论的影响( 如“乡土社会 /
都市社会”、“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差序格

局 /团体格局”等二元对立的形成，明显受到涂

尔干“机械团结 /有机团结”、“共同体—社会”
二元划分的启发) ，但其试图从中国人自己的

文化和生活经验中提炼出一套比西方社会学 /
人类学理论可能更适合于描述、解释中国社会

之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倾向应该还是比较明显

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符

合前述第三类本土化特征( 用西方现代科学方

法来研究像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内容) 的社会学

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沿着《乡土中国》一书

开辟的方向前进的。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将

《乡土中国》列为“理论替代型本土化”社会学

说最初的样本之一。
到了晚年，费孝通对社会学本土化的思考

又有了质的飞跃，其成果集中包含在《试谈扩

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费孝通集中讨

论了社会学要加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这样

一个问题。费孝通指示性地提出了一些有关人

的精神世界的具体研究课题，如要加强对人际

交往过程中“意会”现象的研究、对“我”尤其是

对“讲不出来”的“我”进行研究、对“心”的研

究等等，明确提出，要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加

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探讨，在这方面，中

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做出某种划时代的成

就［4］。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不仅要借鉴西

方诠释学、现象学等方面的成果，而且也要借鉴

佛教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曾经用过的一些方法。
在这里，费孝通已经开始触及西方思维模式和

实证主义一类科学研究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

的适当性问题。虽然在这方面费孝通还没有走

得像“大陆新儒家”甚至“新儒教”这么远，但其

思考方向是与我们前述第四类社会学本土化

( “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 是非常接

近的，而且，费孝通的这篇文章也确实正在引发

人们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三、如何理解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种

类型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对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分析框架

的勾勒，还是我们应用这一分析框架对费孝通

一生学术历程所做的描述，都可能引出一个问

题，即如何理解我们所说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四

个类型之间的关系?

从逻辑上来说，在上述社会科学本土化的

四个类型中，从第一类型( “研究对象的本土

化”) 经 过 第 二( “补 充—修 正—创 新 型 本 土

化”) 、第三( “理论替代型本土化”) 类型再到

第四类型( “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 ，

是一个“本土化”的色彩越来越强、“西方化”的

色彩越来越淡的思维进程。而对于一个以“本

土化”为终极追求的人来说，这样一个本来属

于事实判断的类型划分模型自然也就带有价值

判断的含义，即将本土化色彩越强的那种学说

类型在价值评判上也置于本土化色彩较弱的那

种学说类型之上，而最后一种类型的社会学说

则无疑应该获得最高的价值评判。这样一种观

点，近年来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频频出

现。一些学者甚至明确地提出了“脱西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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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去西方化”的理论主张。对此，笔者有一些

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本文描

述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种类型只具有事实判断

的含义，而不应该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毫无

疑问，在帮助人们更为适当地理解和解释中国

社会等非西方社会方面，“理论—方法全面替

代型本土化”社会学具有其他类型的社会学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社

会学说在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方面的

价值就要低于“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

化”社会学。对于这一点，本文不拟从理论方

面展开长篇大论，仅举一例来试加说明。①

一位信奉道教的朋友曾经向我描述过他在

家修炼气功时发生的一场经历。他描述说，那

天他像往常一样，按照练功的要求端坐家中，很

快便进入所期待的境界。他发现自己的灵魂离

开了自己，沿着一条似曾相识的道路来到了一

个自己久已向往的道家宫殿。一个道长出来将

他迎入宫内，在那里和他做了长时间的交谈。
末了，道长让他回去，但他不明白该如何回去。
道长对他说: “你从哪条道来，就沿哪条道回

去”。他便努力回想自己来时经过的道路，终

于回想起来并沿路返回到了家中。他睁开眼，

发现自己确实回到了家中。
对于这一经历，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

解和解释。第一种，可以是一种中国本土 /主位

立场的理解和诠释。设某位具有上述经历的人

是一位真诚的道教信徒，相信之前道教师傅所

教导给他的一切教义，那么，他将会按照道教的

教义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这场经历，确信自己

已经修炼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以至自己的元

神获得了可以离开所寄存的肉体去谒见教中前

辈的能力，从而有了这么一次经历。那么，按照

本土 /主位立场倡导者的看法，我们在对这位道

教徒的此次经历进行理解和诠释时，就应该进

入到他的意义世界中去，尽可能严格地按照他

自己对自身经历的理解和诠释来理解和诠释他

的经历，并以此来理解和诠释他的一些后续行

为( 例如，更频繁地修炼道家气功，更坚定地按

照道教的其他教义行事，更热情地向周遭人士

宣讲道教教义等) 。对这样一种从本土 /主位

立场来进行的理解和诠释，笔者没有异议，完全

赞成那种认为只有首先获得了这种主位理解，

我们才能够对这位道教徒的经历和行为有适当

的理解甚至预测的看法。但笔者认为，除了这

种从本土 /主位立场出发进行的理解和诠释之

外，我们完全可以第二种理解和诠释，即从这位

道教徒之外的外部 /客位立场出发来进行的理

解和诠释。这也正是笔者在听完这位朋友的讲

述之后，曾经试图对其讲述的经历所进行的一

种理解和诠释。笔者当时所做的解释大意为:

那天你在练功过程中意识进入到了一种特殊的

活动状态，由于长期按照道教教义及功法去修

炼气功，道教教义的那些意象和话语已经渗入

到你的意识或潜意识当中，使得你在这些意识

或潜意识的支配下经历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心理

体验。这样一种理解和诠释明显是一种异于中

国道家话语体系、属于现代 /西方话语体系的理

解和诠释。但是，谁能说这一理解和诠释是没

有意义，或者说是一种会导致对上述道教徒

“真实”经历之歪曲的理解和诠释呢? 从社会

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谁能在上

述从道教徒之本土 /主位立场出发所做的理解

与从笔者之西方 /客位立场出发所做出的理解

两者之间，毫无争议地判断出何种理解才是对

上述道教徒经历之更为客观、真实、可靠的再

现呢?

由此可见，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角度

来说，无论是从本土 /主位立场还是从外部 /客
位立场出发对人们行动及其社会后果做出的理

解和诠释都是有价值的，而且我们难以做出绝

对的判断，说在这样两类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之

间，何者就一定更为真实可靠。这也就意味着，

就本文涉及的话题而言，从其他几种类型的社

会学视角出发对某个非西方社会( 例如中国社

会) 现实所做出的理解和诠释，虽然和从“理

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社会学( 例如某

种还有待于创造的纯“儒家社会学”等) 视角出

发所做出的理解和诠释，思路和含义可能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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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很大，但也绝非毫无价值和脱离中国等非西

方社会的现实。事实上，就任一社会的成员来

说，对其自身行为和社会现实的理解都可以也

应该包括上述两种视角，即自己人的“主位”
( 或曰“本土”) 视角和他人的“客位”视角; 同

样，就任一社会的成员来说，对异域社会的理解

也应该包括这两种视角，即他人的“主位”视角

和自身的“客位”视角。正如格尔茨所说的那

样，一个试图去理解异域社会或文化的人，其任

务并非只是简单地再现他人的世界，而是要在

从他人视角理解他人的同时，也将他人看待世

界的方法及逻辑，“用我们的方式来表达出来;

这种知觉方式不似一个天文学家去数量星星，

而更类似于一个批评家解释一首诗时的情形。
不管它们到底是阐释什么，它的实质是用‘我

们的’词汇来攫住‘他们的’观念”。［5］

因此，虽然从本土社会行动者的主位立场

出发，通过把握本土社会特色的方式来理解某

一社会，确实是我们理解和诠释该社会的重要

视角甚至应该是优先视角(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本土化色彩越强的理论对我们的助益可能会越

大)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视角就是我们理解

和诠释该社会的唯一视角。就像上例所表明的

那样，即使是一些高度外部的、西方化、非本土

化的理论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某个社会的现实，

也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更何况一些

已经在某个方面进行了本土化、只是本土化程

度不高而已的那些“本土化”社会科学呢? 据

此而言，笔者认为，上述社会科学本土化四类型

的分类模型只具有帮助我们进行事实判断的意

义，而不具有帮助我们进行价值判断的意义。
认为在帮助我们理解某个社会 ( 例如中国社

会) 方面本土化色彩越强的理论就一定比本土

化色彩较弱的理论更为适当这种看法值得质

疑。否则我们就将可能会对包括《江村经济》、
《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作品在内的费孝通

一生大部分著述，以及中国社会学迄今为止所

取得的 绝 大 部 分 成 果 做 出 不 恰 当 的 认 识 和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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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ypes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 Case Study of Fei Xiaotong

XIE Li-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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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position and practice of localization scholars in social sciences，there can be four types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object-conversion localization，complement-revision-innovation localization，theoretical sub-
stitution localization，and total-theoretical-methodological substitution localization． Fei Xiaotong’s academic career generally
meets the description of these four types of localiz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However，this categorization method can only help
us make factual judgment，and cannot contribute to value-based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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